
唐诗选



前  言

一

唐代诗歌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极其重要的阶段,呈

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,代表了我国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。

从现存近五万首诗歌来看,唐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

的社会生活,诗歌题材的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开拓。唐代又是

一个诗人辈出的时代。仅《全唐诗》所录即达二千多家。李白、

杜甫、白居易等都是负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。唐代开宗立派、

影响久远的大家,不下二十人。其馀特色显著、在文学史上有一

定地位的诗人,也有百人之多。唐代诗坛多种艺术风格的争奇

斗艳,诗歌体制的完备成熟,形成了百花齐放的伟观,可以和思

想史上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,前后媲美。唐诗,是我国文学遗产

中最灿烂、最珍贵的部分之一。

在唐诗研究中,困难不在于描述唐诗繁荣的盛况,而在于正

确解释繁荣的原因。我们在下面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,希望能

引起进一步的探讨。

唐诗繁荣的局面是当时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特定条件所促

成,也是诗歌自身传统发展的结果。

唐诗的繁荣首先跟唐代的经济高涨和文化高涨是密不可分

的。文学艺术的发展,和政治、法律、哲学等其他上层建筑一样,

总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。恩格斯在论及十八世纪法国和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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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哲学繁荣的原因时指出,“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

一样,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”〔一〕。由于隋末农民大起义对于魏

晋以来世族庄园经济的摧毁,由于唐初“均田制”的推行以及其

他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,促成了唐初一百多年的经济高

涨,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。唐时的中国是

当时东方最强大的封建国家。正是劳动人民,主要是农民阶级

的辛勤劳动,创造了雄厚的社会财富,成为包括诗歌在内的唐代

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。唐代国际文化的广泛交流,国内各民族

文化的密切融合,唐王朝对思想文化采取相对自由的政策,儒、

佛、道思想容许同时并存等等,都是促成唐代文化普遍高涨的有

利因素。尤其对诗歌发生直接影响的音乐、绘画、书法、舞蹈等

艺术部门,都获得高度的成就。没有唐代音乐的普遍发展,就不

可能出现白居易《琵琶行》、韩愈《听颖师弹琴》、李贺《李凭箜篌

引》这类描摹各种器乐曲达到出神入化境界的诗篇。唐代的一

部分诗歌是可以合乐歌唱的,王昌龄、王之涣、高适同饮旗亭听

唱的传说〔二〕,元稹的“数十诗”曾由馀杭一位善弹箜篌的歌女商

玲珑演唱〔三〕,都是例证。唐代题画诗的兴起显然派生于绘画艺

术的发展。像王维既是山水诗的大家,又是南宗山水画的开创

者,他自称“宿世谬词客,前身应画师”(《偶然作六首》之六)。这

些艺术品种之间的创作精神和原则是相通的,它们互相吸收,彼

此促进:画家吴道子曾学书法于张旭,提高了自己的画境;张旭

观公孙大娘的《剑器浑脱》舞,“自此草书长进,豪荡感激”〔四〕;

杜

  〔一〕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四卷第四八五页。

  〔二〕 唐薛用弱《集异记》中“王涣之”(即王之涣)条。

  〔三〕 见元稹《重赠(乐天)》自注及“休遣玲珑唱我诗”句。

2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  〔四〕 杜甫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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甫的名作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,诗风也宛如雄武健美的

舞蹈,表现出相似的矫捷奔放的气势。张旭的草书,李白的诗

歌,裴 的剑舞,就被并称为“三绝”〔一〕,各臻其妙,相得益彰。

可以说,唐代的各种艺术品种共同形成了一个时代的高度艺术

水平,这为唐代诗人从事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积累和艺术营

养。关于唐诗繁荣的经济、文化原因,许多论著都有阐述,我们

不再详说。

庶族地主阶层是唐代诗坛的主要社会阶级基础,唐诗的繁

荣又决定于这一阶层力量的勃兴和发展。

列宁指出:“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,阶级的差别也是用

居民的等级划分而固定下来的,同时还为每个阶级确定了在国

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。”他还指出,封建社会的“阶级同时也是一

些特别的等级”,“等级的阶级”正是封建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社

会的一个重要特征〔二〕。唐代正处在以新的封建等级制代替旧

的封建等级制的时代,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盾的

制约和影响下,统治阶级中的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势力发生

了急剧的不同变化〔三〕。如上所述,隋末农民大起义,沉重地打

  〔一〕 《新唐书》卷二 二《李白传》。

  〔二〕 《列宁全集》第六卷第93页注。

  〔三〕 我们采用了有些史学家的观点,把我国封建社会一定时期的

地主阶级,划分为皇族地主、世族地主、庶族地主三类。皇族地主是地主

阶级专政的体现者,也是国家土地的最高所有者。世族地主,又称士族、

豪族,他们在经济上、政治上享有封建特权(如免税免役、所谓“官有世胄,

谱有世官”的垄断官位等)。庶族地主,又称寒门,却没有或很少有这些特

权。有的世族地主破落以后占地很少甚至全无土地,有的庶族地主却拥

有大量土地,所以,我们不用“大地主”、“中小地主”来指称他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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击了以占有奴婢、部曲等劳动人手为特征的世族地主的经济力

量,庶族地主的势力便应运而生,得到巨大的发展。经济地位的

改变必然引起政治地位的改变。庶族地主与世族地主发生重新

分割政治权力的斗争。李唐皇族原是陇西大姓,但与山东旧族

(指居住在华山以东地区的王、崔、卢、李、郑等世族)存在尖锐矛

盾。在这一斗争中,皇族地主是和庶族地主站在一起的。唐太

宗李世民下令重修《氏族志》,高士廉等竟然仍定崔姓为第一,皇
族李姓为第三。李世民直接规定“不须论数世以前,止取今日官

爵高下作等级”〔一〕,用官职品级代替门第、身分作为划分氏族等

级的新标准,借以贬抑世族。高宗李治时,宰相李义府因“耻其

家代无名,乃奏改此书(即指《氏族志》)”,进一步规定“皇朝得五

品官者,皆升士流。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,尽入书限,更名

为《姓氏录》。由是缙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,皆号此书为‘勋
格’”〔二〕。“地实寒微”的武则天执政时,更破格任用了一些庶族

地主中的人物,其中许多就是因文学见长而被提拔的。这样,唐

王朝虽然仍是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专政,但庶族地主阶

层却已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,走上了历史舞台。

庶族地主阶层属于剥削阶级,是整个地主阶级的一部分,因

而在根本上是坚决维护封建制度的。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不

高,不像世族地主享有许多封建特权,比较了解人民的某些愿望

和要求。他们是唐代历次“党争”中地主阶级革新派的阶级基

础,也是唐代诗坛的主要社会基础。

已知的唐代二千多位诗歌作者,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,有工

匠、舟子、樵夫、婢妾等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,也有出身世家

  〔一〕 《旧唐书》卷六十五《高士廉传》。

  〔二〕 《旧唐书》卷八十二《李义府传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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豪族的贵族诗人,但其基本队伍是寒素之家的封建知识分子。

他们虽然积极跻身于封建统治的上层,但大多数仍然沉沦下僚,

流浪江湖,经历了种种坎坷不平的遭遇,比较接近下层,加深了

对于社会生活和斗争的认识。尤其重要的,确定一个诗人是什

么阶级或阶层的代表,并不仅仅决定于他的出身。即使像杜甫

那样出身于世代“奉儒守官”的家庭,“生常免租税,名不隶征伐”

(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),享有免赋免役的封建特权,但

是,他的思想仍然反映了当时庶族地主阶层的物质生活和社会

地位所决定的利益和要求,也不能越出庶族地主阶层所越不出

的根本的阶级界限。他也是这一阶层的代表诗人。没有庶族势

力在经济上、政治上的勃兴,也就不可能会有代表他们利益和要

求的诗人们在唐代诗坛上的活跃,这在下面还将论及。

唐代以诗赋取士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,是打破世族垄断

政治、为庶族大开仕进之门的新的官僚选拔制度,也是促成唐诗

繁荣的一个直接因素。曹魏以来实行的九品官人法,造成了世

族对政权机构的世袭垄断〔一〕。唐承隋制,发展了科举制度,设

置进士、明经等八科来选拔人才。后又以明经、进士两科并重,

又逐渐演变为进士科最为时所崇尚〔二〕,台省要职、州县官吏多

为进士科出身者所占据。而进士应试的主要科目就是诗赋。从

过去依门第、身分得官,改为凭诗赋入仕,进而改变等级地位,这

  〔一〕 唐柳芳《姓系论》:“魏氏立九品,置中正,尊世胄,卑寒士,权归

右姓(大姓,即望族)已。”(见《全唐文》卷三七二)。

  〔二〕 《唐摭言》卷一《散序进士》:“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,盛于贞观、

永徽之际;缙绅虽位极人臣,不由进士者,终不为美,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

百人。其推重谓之‘白衣公卿’,又曰‘一品白衫’。其艰难谓之‘三十老明

经,五十少进士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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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重大变化不能不在地主阶级内部两派之间引起激烈的斗争。

世族旧势力虽然已经大大削弱,但仍以族望、门第矜重于世,“虽

国势不能排夺”〔一〕,并在政治上互相勾结,攫取权力。如李治时

的李敬玄,“前后三娶,皆山东士族,又与赵郡李氏合谱,故台省

要职,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”〔二〕。这是撇开进士科与庶族争夺

权力的一种手段。不少世族的政治代表更公开反对进士科,我

们可举唐中叶的几个宰相为例。杨绾认为进士科造成“幼能就

学,背诵当代之诗;长而博文,不越诸家之集”的“积弊”,要求取

消〔三〕。郑覃“虽精经义,不能为文,嫉进士浮华,开成(836—

840)初,奏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”〔四〕。权德舆“未尝以科第为

资”〔五〕。说得最明白的是李德裕。他首先申明:“臣无名第,不

合言进士之非。”这一自辩正好说明阀阅门第之家对进士科的敌

视。他接着说:“朝廷显官,须是公卿子弟。何者? 自小便习举

业,自熟朝廷间事,台阁仪范,班行准则,不教而自成”,而“寒士

纵有出人之才”,“固不能熟习也”。他家甚至不置《文选》,鄙薄

进士科的词章之学,“恶其祖尚浮华,不根艺实”〔六〕。李德裕在

唐后期不失为一位有所建树的宰相,但在进士科问题上,却典型

地反映了世族的观点。世族势力的反对虽然一度影响到进士科

  〔一〕 《梦溪笔谈》卷二十四。

  〔二〕 《旧唐书》卷八十一《李敬玄传》。

  〔三〕 《旧唐书》卷一一九《杨绾传》。

  〔四〕 《旧唐书》卷一七三《郑覃传》。参看《新唐书》卷四十四《选举

志》。

  〔五〕 《国史补》卷中《耻科第为资》。

  〔六〕 《旧唐书》卷十八上《武宗纪》。参看《新唐书》卷四十四《选举

志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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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些设施,然而终有唐一代,这一制度仍相沿不变〔一〕。进士

科不仅吸引庶族,甚至也吸引世族。要求取消进士科的杨绾,自

己就是进士进身的,而且参加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主持的考试,以

诗赋名噪一时。李德裕在上面我们所引的话之前,也承认他祖

父李栖筠在天宝末年因“仕进无他伎(伎,技能。《新唐书》作
“岐”,指没有其他门路)”,不得不举进士。连唐宣宗李忱也以自

署“乡贡进士”为荣〔二〕。世族反对进士科的失败,其原因不是像

某些封建史家那样归结为帝王的“好雕虫之艺”,而是皇族地主

为了巩固它的政权,通过科举尽可能地扩大它的统治基础,吸收

当时日益强大的庶族地主力量参加政权。李世民在端门“见新

进士缀行而出”,高兴地说,“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”〔三〕,就透露

出这个消息。

唐代诗人大都是庶族出身的举子。诗歌成为他们进入仕途

的捷径。虽然试帖诗由于内容的陈腐和形式的呆板,很少有什

么好诗,但以诗取士的制度,对于重视诗歌、爱好诗歌的社会风

尚的形成,对于诗人们一般诗歌技巧的培养和训练,对于诗歌艺

术经验的积累和研究,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。宋代严羽说:“或

问唐诗何以胜我朝? 唐以诗取士,故多专门之学,我朝之诗所以

不及也。”〔四〕以诗取士,使得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几乎都是诗歌作

  〔一〕 《唐会要》卷七十六《贡举中·进士》:“进士举人,自国初以来,

试诗赋、帖经、时务策五道。中间或暂改更,旋即仍旧。”例如《通鉴·唐纪

三十》载:开元二十五年,玄宗下敕,因“进士以声韵为学,多昧古今”,改试

“大经十帖”。

  〔二〕 《唐摭言》卷十五《杂记》。

  〔三〕 《唐摭言》卷一《述进士上篇》。

  〔四〕 《沧浪诗话·诗评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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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,确实使诗歌成为唐代文化领域中的一个“专门”,成了知识分

子毕生学习、钻研的必修科目。唐代诗歌的繁荣,是离不开这个

诗歌大普及的局面的。

与以诗取士的影响相辅相成,诗歌在唐代的社会应用价值

得到空前的提高。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中是任何一种文学样式

在任何时代所罕见的。诗人们可以利用诗歌来博取帝王贵族的

赏识,也用它作为傲视上层社会的资本,“千首诗轻万户侯”〔一〕。

向达官名流干谒求进用诗,送人出使、还乡,慰人贬官、下第,也

得用诗。诗歌的影响遍于许多社会阶层。元稹、白居易的诗曾

传诵于“牛童、马走之口”,“炫卖于市井”之中,写在“观寺、邮候

墙壁之上”,歌妓演唱,村童竞习〔二〕。从李世民延请“四方文学

之士”,备极奖掖,时人羡称“登瀛洲”〔三〕,到前面已提及的王昌

龄等人旗亭听唱的传说,诗人们凭借诗歌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

荣誉。唐诗与社会生活这种特殊的联系,与诗人们的生活、地位

如此休戚相关,这种情况,既是唐诗繁荣的反映,也是唐诗繁荣

的一种原因。

除了上述社会条件之外,唐诗的繁荣还取决于诗歌自身传

统的发展。我国诗歌以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为最早的高峰,但四言诗

和辞赋在唐以前已经衰落和僵化。一种新的诗体———所谓近体

诗,在六朝时逐渐酝酿、发展。齐永明以后诗人讲究声律,创作

“新体诗”,到梁、陈时更加细密,终于在唐初沈 期、宋之问手里

产生了完整的五律和七律。长篇排律也在唐初出现 。五绝源于

六朝乐府和文人的联句,到唐初开始流行;七言四句的诗体起于

  〔一〕 杜牧《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》诗。

  〔二〕 元稹《白氏长庆集序》及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。

  〔三〕 《通鉴·唐纪五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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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朝乐歌,文人写作七绝始盛于武则天和中宗李显时期。近体

诗经历了长达二百年的逐渐演进的过程,正展示着广阔的发展

前景。唐初的两个现象很值得注意:一是有关声律对偶的著作

大量出现,一是大型类书的成批刊行,都适应了律诗发展的需

要〔一〕。而歌行、乐府等古体诗也仍然具有别辟蹊径、另开新面

的广大可能。事实上正是如此。唐代诗人为了反映重大社会问

题或抒写深刻的政治感慨的需要,更多地运用篇幅较长、格律较

宽的古体诗,在创作实践中创造出许多新体,形成唐代古体诗的

独特面貌。当时其他的文学样式,如骈文已近僵化,短篇小说

(传奇)和词在唐代后期才逐渐兴起,戏曲还处在萌芽状态。除

了散文在反对骈文的斗争中获得重要成就外,只有诗歌,才具备

广阔发展、不断创新的内在条件,是作家们反映生活、述志抒情、

驰骋才华的理想领域。这就是唐诗繁荣的一个内在因素。

二

我国古代诗歌在唐以前的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进步

的思想传统。唐代诗人面对自己的时代,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

  〔一〕 前者如崔融《唐朝新定诗格》、王昌龄《诗格》、元兢《诗髓脑》

等,见唐德宗时曾来华学习的日本和尚空海所著的《文镜秘府论序》。序

文中还说,在崔融等人以前,“盛谈四声,争吐病犯”的著作,已是“黄卷溢

箧,缃帙满车”了(今大都已佚)。此类唐人著作,还可参看《诗薮·外编》

(卷三)、《唐音癸签》(卷三十二)等。后者如虞世南《北堂书钞》、欧阳询

《艺文类聚》、徐坚《初学记》等。虞世南还有《兔园策》,已佚。这些类书编

纂的直接目的是为写作骈文、辞赋提供词藻典故,但实际上也为律诗的写

作提供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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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,表现了新的思想特色,从而丰富

和发展了这个传统的内容。

唐代诗歌,特别是盛唐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,是强烈地追求

“济苍生”、“安社稷”的理想,热情地向往建功立业的不平凡的生

活。李白是惯用大鹏鸟来象征自己的豪迈气概和不羁精神的:

“大鹏一日同风起,抟摇直上九万里。假令风歇时下来,犹能簸

却沧溟水。”(《上李邕》)杜甫的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(《奉

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),正面提出了理想;陈子昂《登幽州台歌》

的巨大感叹也包含着对创业的强烈渴望。杨炯说:“宁为百夫

长,胜作一书生”(《从军行》),王维也说:“忘身辞凤阙,报国取龙

庭。岂学书生辈,窗间老一经。”(《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》)这

两位并不以政治抱负见称于世的诗人,也都表示出从军报国的

热情。我国诗歌大量而集中地表现诗人的政治抱负,始于建安

时代。曹操的《龟虽寿》、《短歌行》,曹植的《杂诗六首》(其五、

六)、《白马篇》等,都表达了平定战乱的要求,带有那个历史动荡

时期所特有的悲壮色彩。这个主题到了两晋南北朝几乎中断。

唐代的许多诗人又大量地表达政治理想,充满着积极乐观的精

神。李白和杜甫的“布衣卿相”的抱负就是典型的代表。李白在

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中说:“申管、晏之谈,谋帝王之术,奋

其智能,愿为辅弼,使寰区大定,海县清一。”杜甫在《自京赴奉先

县咏怀五百字》中说:“许身一何愚,窃比稷与契。”这都表现了以

前的诗歌中较为罕见的宏图壮志。

这些唐代诗人的政治理想的产生有它的社会和阶级根源。

唐初的经济繁荣,政治统一,国力强盛,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

感,激发了诗人们对于建树功勋的种种幻想。当然,对于这种民

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必须进行阶级分析。如前所述,唐代庶族地

主阶层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,活跃于历史舞台,他们表现了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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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政治的精神。李世民时的魏徵、马周、刘洎,李隆基时的张九龄

等,都是庶族出身的著名宰执大臣。从布衣至卿相,不是诗人们

一时的狂言大语,而是有现实依据的。总之,唐代这些有代表性

的诗人所歌唱的理想,在实质上正是代表了这一阶层的政治要

求。

唐代庶族出身的知识分子,大都无视世族门阀那一套家教

礼法,思想上狂傲豁达,不拘儒学正宗,行为也放浪不羁,“不护

细行”,一直被世族所讥笑、鄙弃。其实,他们借助“任侠”的形

式,“好语王霸大略”、要“游说万乘”、“喜仗义疏财”等,正是他们

的政治理想的另一种说明或补充,他们的纵情狂放有时表现了

理想不得实现后的牢骚情绪。而对权贵的蔑视和傲兀,则是一

股冲击封建礼教的力量。李白是这种思想的杰出代表。他“一

醉累月轻王侯”(《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》),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

(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),真是“戏万乘若僚友,视俦列如草芥”〔一〕。
在这一点上,他发展了左思、陶渊明、鲍照的反抗权贵的精神,为

后代对封建社会有不满情绪的人们所仰慕和学习。然而,这种

思想性格有它软弱和消极的一面。由于庶族地主的阶级属性,

李白实际上无法“不屈己,不干人”(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),

无法脱离对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依附。他那么严厉地责骂

了哥舒翰〔二〕,但仍不惜向他“述德陈情”,吹嘘为“天为国家”所

造就的“英才”〔三〕,就是一个例证。李白又美化了他的放诞生活

和傲世态度,并导向避世退隐、访仙问道的 消 极 倾向,这些容易

  〔一〕 苏轼《李太白碑阴记》。

  〔二〕 见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、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

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等诗。

  〔三〕 见《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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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生坏的影响。

唐王朝和我国境内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,几乎没有停止

过,这是我们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现象。任何一个多

民族国家的形成,都经历过国内各民族间的斗争和融合;然而,

根据民族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原则,对于这些战争的性质

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。大致说来,天宝以前主要是解除少数民

族统治者的侵扰,保卫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和平生产,保卫河西走

廊的国际通道;天宝以后转为唐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征伐;安史乱

后被侵扰的局势又逐渐形成。边塞诗历来就有歌颂和反对战争

两种态度。六朝乐府中的《陇头水》、《出塞》、《入塞》、《从军行》

等,偏重于战争苦难的描写,唐诗同时发展了这两方面的内容,尤

以歌颂较为突出。唐代岑参、高适等边塞诗人正确地歌颂了将士

们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侵扰的英雄气概,但他们常常把爱国和封

建忠君混淆起来,“丈夫誓许国”(杜甫《前出塞》)和“归来报天子”

(王维《从军行》)在他们看来是同一个东西;他们还往往在“所愿

除国难,再逢天下平”(张籍《西州》)的理想中,夹杂着“将军天上

封侯印,御史台中异姓王”(高适《九曲词》)这一类对功名的庸俗

追求。唐代诗人又正确地谴责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,揭露了军中

苦乐不均的尖锐对立,同情人民的苦难,但有的却抽象地反战,无

原则地要求和平,这在中晚唐诗中存在不少的例证。

田园山水的描写也是唐诗的一个重要内容。陶渊明是我国

田园诗传统的奠基者。他的田园诗固然表现了安逸闲适的避世

思想,但他有“躬耕”的劳动体会,对劳动的农民有较为真切的感

情,同时又含有洁身自好、不与统治阶级合作的反抗意味。唐代

王维、孟浩然等田园诗人,他们的隐居田园,有的是政治失意后

的归宿,有的是正在做官偶居“别业”,有的 是致仕告退优游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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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,有的则是当作仕进的“终南捷径”〔一〕,因而大都失去对现实

黑暗政治不满的意义;由于他们的生活条件,又大都失去歌颂劳

动和劳动人民的内容。不少诗人笔下的“田叟”、“溪翁”,实际上

是隐士的化身。他们对于陶渊明的追慕,着重在“陶潜任天真,

其性颇耽酒”(王维《偶然作》),“日耽田园趣,自谓羲皇人”(孟浩

然《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》),很少认识陶诗的积极内容。因

此,唐代以王、孟为代表的田园诗派,其思想价值是不高的。至

于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,和陶渊明一样,他们也没有接触到。

这个主题是后来由像元稹的《田家词》、王建的《田家行》、柳宗元

的《田家》、聂夷中的《咏田家》等来发挥的。

自然山水是客观存在,反映自然山水的艺术作品却总是渗

透着作者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要求,因而具有不同的思想意义。

六朝时的谢灵运、谢朓是山水诗的著名作者,他们的作品以细致

而逼真地描摹山容水态为特点,曾给唐代诗人以有益的影响。

在唐代写景诗中,一类是描写祖国山河的壮丽,给人以雄伟的艺

术感受。如李白、杜甫等的许多名作,能够加深人们对祖国山河

的热爱。唐代诗人差不多写遍祖国的名山大川,留下一幅又一

幅的彩色画卷,是对六朝谢灵运、谢朓以来山水诗的巨大发展。

另一类描写的境界比较狭小,给人以幽邃闲寂的感觉,这又常常

跟作者的隐逸思想有关联。如王维、孟浩然、储光羲、刘长卿、韦
应物的一些作品。自然,它们从发掘自然美的多样性来说,也具

有一定的美学价值。

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矛盾的大爆发,也是唐代由盛而衰的

历史转折点。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基本矛盾的尖锐化,交
织着已经激化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、民族矛盾,形成了唐代后期

  〔一〕 原语见《新唐书》卷一二三《卢藏用传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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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杂、混乱、动荡的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,也是进步的文学创作

的源泉。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各种矛盾和斗争,极大地深化了

诗歌的现实性和思想性,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发展。诗人们正视

严酷的现实,收敛起浪漫主义的热情和理想,把揭露社会矛盾、

同情人民疾苦作为共同的主题,从而把唐诗的思想内容提到一

个新的高度。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照耀整个诗坛。白居易明确

地提出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”(《与元九书》)的创

作纲领,开创了新乐府运动,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晚唐。这个主题

在我国诗歌史上历代都有吟咏,然而,从作家队伍的广泛和作家

的自觉性来看,却是唐代的一个新特点。

其次,唐代诗人对现实生活作了比较全面的观察,因而在反

映现实的广阔性上也大大超过了前代。他们从许多方面接触到

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等重大社会矛盾,诸如统治者的穷奢极

侈、横征暴敛、拒谏饰非、斥贤用奸和农夫、织女等被压迫群众的

种种痛苦。他们还提出了妇女问题、商人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。

其中不少方面是前代诗人很少接触或没有接触到的。如反映宫

女生活的诗篇,一方面写出这些失去青春和自由的女子的哀怨,

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宫廷中的夺爱争宠、钩心斗角的现象。宫廷

中的等级壁垒实质上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反映,同样存在着阶级

压迫。虽然有的诗人倾心于宫廷繁华生活的描写,例如王建的

若干宫词,但是大多数诗人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宫廷中压迫和

被压迫、损害和被损害的内幕。又如随着唐中叶商业经济的发

展,出现了不少描写商人活动的诗篇。像元稹的《估客乐》、白居

易的《盐商妇》、刘禹锡的《贾客词》、张籍的《贾客乐》、《野老歌》、

姚合的《庄居野行》等,都揭露了商人“高赀比封君,奇货通幸卿”

的豪富,并和农民的贫困作了鲜明的对比。这就比过去《估客

乐》等乐府旧题有了更多的现实内容。此外,又出现了许多“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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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复愁风”的商人妇形象,如李白的《长干行》、《江夏行》、白居易

的《琵琶行》、刘采春的《  曲》等,也为传统的“闺怨”诗扩大了

描写领域。

唐代诗人揭露社会矛盾、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具有比前代

诗歌更大的批判力量。他们对于由贵妃、权臣、贵宦以及各级官

吏、差役所组成的统治机构的腐败和罪恶,大胆加以揭露和谴

责,有时甚至把矛头指向皇帝。如杜甫的《兵车行》、《忆昔二

首》、《解闷十二首》、李商隐的《马嵬二首》、曹邺的《捕鱼谣》等,

都直接针对最高统治者,或则委婉讥讽,或则尖锐揭发,在我国

诗史上是很少见的,引起后代不少文人的惊异〔一〕。白居易曾说

自己的诗曾使“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”,“执政柄者扼腕”,“握

军要者切齿”(《与元九书》),正说明这些诗篇的战斗作用。唐代

诗人虽然还没有提出许多新的进步思想〔二〕,然而他们对社会问

题的观察确比前人深入一步。过去也有一些揭露贫富不均的诗

歌,杜甫却把这些现象概括为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这样惊

心动魄的名句。概括得高由于感受得深。杜甫、白居易等对于

阶级对立的事实当然不能达到资产阶级的阶级论的认识水平,

更不能和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作任何类比,但他们的感受确较深

切。杜甫反复地作过这种对比:“朱门任倾夺,赤族迭罹殃”(《壮

游》)、“高马达官厌酒肉,此辈(指劳动人民)杼柚茅茨空”(《岁晏

行》),白居易的《伤宅》、《买花》、《轻肥》、《歌舞》等更用全篇对

照,使人们对于这个最重大的社会问题获得深刻的印象。晚唐

  〔一〕 如宋代洪迈《容斋续笔》卷二“唐诗无讳避”条,列举数例,叹为

“今之诗人不敢尔也”。

  〔二〕 在个别问题上诗人们还是有一些值得重视的见解,如白居易

《妇人苦》诗中就反对妇女要守节、男子能再娶的不合理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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